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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EASI 模型，结合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构建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达通过组织支持感与职

场焦虑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链式中介模型，探讨正念的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过

程投入具有负向影响；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虑分别在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负向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及

链式中介作用；员工正念通过缓和职场焦虑对创新过程投入的负向影响，进而调节组织支持感与职场焦虑的链式中

介作用。该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领导愤怒情绪研究，也可为组织管理者完善情绪表达策略提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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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组织内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大，工作中出现领导愤怒表达的场景越发常见，并成为领导与下属互动研究领域

的热点话题[1]。根据以往研究，领导愤怒表达的结果变量涉及领导有效性感知[1]、员工绩效[2]、领导信任[3]、反生产行为[4]、组织

公民行为
[5]
等多个方面，但较少有学者研究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的影响。随着经济环境动荡性增大，当今组织更加注重员工

创新能力培育，因此深入了解领导愤怒这一常见职场负面情绪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影响十分必要。事实上，从问题识别到创意生

成的整个创新过程中员工都需与领导持续互动及反馈[6],此时员工易于感知到领导的愤怒情绪，而观察他人愤怒情绪会对个体创

造性思维以及注意力产生显著消极影响[7]。因此，领导的愤怒情绪将可能导致员工降低创新过程投入。由于已有研究对领导愤怒

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关系尚未给予足够关注，其中的“黑箱”有待揭示。此外，以往关于领导愤怒表达的研究多基于西

方组织情境，受儒家文化、集体主义等影响，中国人表达愤怒情绪的方式、结果与西方人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有必要在中国组

织情境下作进一步探讨[8]。综上，本研究将基于中国本土情境探讨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以丰

富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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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即社会信息模型(EASI,Emotion As Social Information)中的综合认知和情绪双视角为员工遭遇领导愤怒情绪喧泄后

的行为选择提供了一个较全面的解释框架[9]。该模型认为领导情绪可以通过两种不同机制影响员工行为：一是信号传递过程，即

领导情绪被员工还原为一种信息并整合到认知过程中，进而影响其行为决策；二是情绪感染过程，即领导通过“传染”过程唤

起员工类似情绪，进而影响其后续态度和行为。本研究将以此为理论框架，结合中国文化情境和实践，从个体认知和情感系统

中分离出两个可能与创新相关的因素，即组织支持感(重要的创新认知资源)和职场焦虑(现代人常见情绪问题),探讨二者在领导

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间的中介作用。此外，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指出，个体情绪来源于其对相关情境的认知评价[10],即个

体认知过程会影响其情绪反应。因此，本研究将进一步探讨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虑在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间的链

式中介效应。 

由于个体行为受自我调节系统管控，而正念属于与自我调节系统紧密相关的个体特质，能对工作行为进行有效调节，极大

缓冲内外部消极刺激产生的后果[11],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调节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消极作用。由此，本研究选择

正念为调节变量，探讨其在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关系中的链式中介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立足中国文化情境，结合领导愤怒情绪表达特点，探讨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过程投

入的影响，同时，检验组织支持感与职场焦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以及员工正念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在中国

本土企业收集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基于理论和实证的共同分析，深层解析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

达何时以及如何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从而为相关理论发展和企业管理实践提供指导与借鉴。 

1 理论分析与假设推导 

1.1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 

关于领导愤怒表达，Gibson & Callister[12]提出的定义在西方获得较高认同，即领导愤怒表达是指领导在与下属互动中表

现出来的愤怒情绪，其源于目标受阻或感知威胁，常涉及对下属不当行为的职责评估以及纠正领导者所认为的错误行为与目标

等。领导愤怒表达具有 3 个特点：①其是由工作场所事件引发的一种典型消极情绪，通常伴随肢体语言，识别性较高，如眉毛

下垂、鼻孔张开、脸庞胀红、拳头握紧和声音激昂等；②领导愤怒表达包含强烈的认知、动机和行为意图，具有社会和人际双

重功能，能够促进或阻碍组织目标实现；③领导愤怒表达依赖一定的文化情境，会受到组织文化规范的影响[8]。 

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和领导愤怒对文化情境的依赖，不能将西方文化背景下的愤怒内涵简单移植到中国实践中来[8]。中国的

儒家文化、集体主义等倡导“和谐”、“中庸”、“内敛”,这与西方文化倡导的“个性化”、“开放”、“张扬”等价值观相

差极大。由此可见，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内涵与西方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是存在差异的。具体而言：其一，中国

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更加含蓄内敛。相较于西方，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喜怒不形于色”,领导者往往很少直接表达愤怒[13]。

有调查研究发现，大多数中国人生气时的举动首先是“生闷气”(58.4%),其次是“掉头就走”(33.3%)和“大骂”(32.9%)。由

此可见，中国人生气时首先是习惯性压抑，其次是规避愤怒，最后是怒形于色[14]。正因为如此，当员工遭遇领导上述生气举动

时，往往不能当即理解，需要结合其认知资源揣摩其中的“潜台词”,以调整自己态度及行为[15]。其二，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

愤怒表达常与破坏性领导行为相关。中国是一个倡导儒家文化的礼仪之邦，强调“和谐”、“中庸”、“面子”,领导对下属的

破坏性行为多表现为没有明显伤害意图的“愤怒”,而非大众熟知的“辱虐”[16]。因此，愤怒被视为领导破坏性行为的一种外显

形式，而这也导致员工对其破坏性的感知更为敏感。其三，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易引发员工消极反应，包括消极情

绪和消极认知。受面子文化影响，中国人自尊心较强，当感知领导愤怒时更容易感觉被冒犯、“不给面子”等，从而产生较高

的负面情绪，形成敌意的工作场所氛围，导致组织人际关系僵化甚至恶化[16]。同时，在儒家文化影响下，领导愤怒意味着情绪

失控，违背了大众对德才兼备等传统领导形象的预期，容易引发员工对领导才能的怀疑[17]。鉴于此，员工更倾向于将领导愤怒

诠释为敌意举动、领导才能低下等，而非绩效引导[16]。综上，相比西方组织情境，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更加内敛含

蓄，会消耗员工较多的认知资源，且其常与破坏性行为相联系，破坏性特征更显著，容易引发员工消极反应，包括消极情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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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认知。因此，本研究推测，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会消极影响员工创新。 

1.2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 

创新过程投入是指个人在创新产出过程中的投入，包括问题识别、信息搜索与编码、创意与替代方案生成等[18]。个体投入

精力越多，识别问题越充分、获得信息越多，就越可能产生既新颖又实用的解决方案[6]。因此，对员工来说，在追求创新的过程

中需要持续投入时间与注意力，并需要对想法不断打磨。 

受传统文化影响，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易引起对方的不满与消极体验，从而降低其创新过程投入[8]。首先，基于 EASI

模型
[9]
,当面对愤怒的领导时，员工会通过察言观色对其举止(面部表情、身体姿势等)进行无意识模仿而经历相似的愤怒体验

[19]
。

而个体经历的消极情绪经历会负向影响其工作状态[20],最终降低创新过程投入。同时，领导愤怒向员工传递出潜在的威胁信号，

受到领导愤怒情绪影响的员工会反复分析愤怒动因，极大消耗其认知资源，从而导致员工减少创新上的认知资源投入[16]。其次，

领导愤怒情绪下隐含的“尽快做好”信号会使员工减少信息检索数量和降低检索质量，严重影响创新过程投入[6];同时，“尽快

做好”的信号会促使员工选择比较保守的方案，而不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打磨想法、获得更多创意，最终负向影响创新过程投入[6]。

最后，上级愤怒(如批评、指责、诋毁等)除导致员工产生身份威胁感及不安全感外，还会让其怀疑自身贡献和努力未得到尊重，

从而降低其在组织内的发展动机[21]。而内在动机对员工创新行为有促进作用，即员工内在动机越强，越可能打破陈规，接受挑

战性工作，进而提出创新性建议和策略[22]。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过程投入有负向影响。 

1.3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组织支持感是指员工在工作中对组织是否承认个体付出、关注个体福利和幸福的一种综合感知，是综合社会交换理论和互

惠原则的一个构念[23]。 

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组织支持感负相关。首先，领导是组织代言人，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行为及领导

——员工关系塑造的[23]。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易引发员工的消极认知，并被诠释为谴责、否定与质疑，进而上升到霸

凌行为，破坏领导——员工关系[16]。同时，由于员工无法及时获得领导反馈信息或沟通不足，会削弱员工对领导支持的感知，

并最终降低组织支持感[24]。其次，由于领导掌控着组织资源，当员工遭遇领导愤怒时往往不敢申辩和反驳。在权力距离较显著

的国内，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25]
。长此以往，员工内心容易积压委屈和不公平感，最终负向影响员工组织支持感

[26]
。最后，领导

愤怒容易引发敌意认知。敌意认知是个体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的敌对想法，包括贬低、消极评价和怨恨等。敌意认知作

为一种负面认知，会削弱员工对领导和组织的认同，并显著降低组织支持感[27]。 

组织支持感与创新过程投入正相关。首先，从内在激励角度看，当员工拥有较高的组织支持感时，他们会感到自己受到组

织重视，会更加努力地回报组织，从而以更强的主动性投入创新过程[23]。其次，从心理资本角度看，员工组织支持感越高，越

不惧怕失败，即使创新失败了，由于组织的支持，他们也会被宽容。因此，组织支持感越高，员工展现自我的欲望越强并敢于

冒险，从而更有积极性投入创新过程[28]。最后，从资源整合利用角度看，由于高组织支持感的员工与组织建立了高质量交换关

系
[23]
,因此无论是在问题识别、信息搜索，还是创意产生中，他们都能够与领导及团队进行更多沟通、获取更多信息、产生更多

“头脑风暴”,从而更有可能产出创意。简而言之，高组织支持感的员工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各种组织资源，在创新过程中有更好

的表现以及加大创新过程投入[29]。 

综上所述，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会削弱员工的组织支持感，而较低的员工组织支持感不利于其创新过程投入。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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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组织支持感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1.4职场焦虑的中介作用 

职场焦虑是指员工在组织中感受到威胁时形成的不安与忧虑，其属于一种以紧张为主要症状的压力反应[30]。焦虑分为特质

焦虑和状态焦虑，本研究关注的是组织情境下的状态焦虑，常在员工面临威胁和压力时发生[31]。 

领导愤怒会加大员工的职场焦虑。首先，依据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当个体感知到组织中存在不利于自身目标实现和利益获

取的威胁时，往往会产生较强的焦虑情绪[10]。由此可以推测，遭遇领导愤怒会影响员工职场焦虑水平。如前所述，领导愤怒(如

批评、指责、诋毁等)常给员工带来消极影响，是一种威胁信号。从组织正式制度角度考虑，领导愤怒可能意味着员工表现不佳，

会面临组织制度责罚和地位威胁[8];从人际关系角度看，领导愤怒可能导致员工面临职场排斥风险[32]。同时，愤怒还可能作为一

种达成恐吓员工目的的威胁策略[33]。由于焦虑情绪常在员工面临威胁时产生，因此领导愤怒作为一种场景威胁会引发员工职场

焦虑。其次，基于情绪传染理论，遭遇领导愤怒会使员工“感染”愤怒情绪，而焦虑作为愤怒的伴随情绪会由此滋生，即此时

员工也会产生较高的焦虑情绪[33]。 

职场焦虑不利于员工投入创新过程。首先，依据资源保存理论，状态焦虑作为负面情绪，会较多地占用员工认知/情绪资源
[34],导致员工在创新过程中的情绪/认知资源投入减少，从而负向影响创新过程投入。其次，因遭受组织不公平待遇而产生的消

极情绪会将员工注意力引至不公平待遇的溯源上[35]。因此，当员工遭遇领导愤怒且产生较强的状态焦虑时，员工会将更多注意

力投向如何平息领导愤怒情绪上，而较少关心工作任务，造成创新过程投入降低。最后，焦虑作为一种预防取向情绪，会限制

个体注意力范围，即个体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在与安全/危险相关的刺激源上，导致思维僵化，抑制创造性思维[36]。具体地，焦虑

会导致信息搜寻和处理受到限制、对问题备选解决方案的考虑减少、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倾向于利用熟悉和保险的解决方案，

并最终导致创新过程投入减少[7]。 

综上所述，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会增加员工的职场焦虑，而员工的职场焦虑会阻碍其投入创新过程。因此，本

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3:职场焦虑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关系中具有中介作用。 

1.5组织支持感与职场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 

情绪认知评价理论认为，个体情绪反应来源于其内部情绪认知过程，即员工对领导愤怒情绪的认知与解释将引发相应的内

部情绪反应[10]。组织支持感是员工对组织是否看重自己的工作付出、个体福利和幸福的一种综合感受，来源于员工对组织情境

的认知评价，属于一种认知过程[23];而职场焦虑是一种强烈的负面情绪，是员工特定的内部情绪反应[30]。组织支持感的形成过程

可以看作是一种情绪认知过程，通过该过程产生特定的情绪反应，即职场焦虑。因此，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作用机制，本

研究认为较低的员工组织支持感会导致较强烈的职场焦虑。组织支持感降低，意味着员工认为工作中失去了组织重视与相应资

源支持，对个体顺利实现自身目标和获得收益来说是一种潜在威胁[37]。而职场焦虑通常在个体面临威胁时产生，充当生存受到

威胁时的自救信号[31]。因此，组织支持感降低作为一种威胁会增强员工的焦虑感。由此，结合假设 H2和 H3,即中国组织情境下的

领导愤怒表达会负向影响员工与组织的交换过程，降低员工的组织支持感，而低组织支持感会导致员工感知较大的威胁，增加

员工职场焦虑，而较高的职场焦虑会负向影响员工的认知、思维、信息处理等，最后导致创新过程投入降低。由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H4: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虑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与创新过程投入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即领导愤怒表达由于降低了

员工组织支持感而加剧了职场焦虑，进而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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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员工正念的调节作用 

在管理领域，正念被定义为一种对当前内外部刺激的高度专注和坦然接纳，既可表示个体的意识状态，也可表示一种特质
[38]
。

注意与接纳是正念的两个核心要素，其中，注意是个体对当前内外部刺激的一种持续关注；而接纳是个体面对内外部刺激时一

种不加评判的接受，包括所有痛苦和开心[39]。 

正念会降低职场焦虑对创新过程投入的负向影响。基于前文分析，当员工职场焦虑较强烈时，很可能持续沉浸在担忧中，

降低注意力效率和质量，最终减少创新过程投入。而正念通过影响个体注意力机能，能够显著缓解这种负向影响[39]。首先，正

念强调专注“此时此刻”,减少对当下与任务无关的“忧思”。因此，高正念的员工能够更专注当下任务，提高注意力效率，减

少职场焦虑对注意力的分散和占用，在创新过程中投入更多
[40]
。其次，正念强调对当前内外部刺激不加评判地接纳

[39]
。因此，

高正念的员工更能坦然接纳职场焦虑这一负面情绪，而不会对此作出好坏利弊的评价，这有助于员工在消极的焦虑情绪和自身

反应之间建立更大的缓冲空间[41],减少冲动性认知或负面行为，改善自我调整与管理功能。由此，高正念员工会比低正念员工以

更加积极的状态面对职场焦虑这一负面体验，缓解职场焦虑对创新过程投入的负面影响。 

此外，正念将通过缓解职场焦虑对创新过程投入的负向影响，对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在领导愤怒与创新过程投入间的链

式中介产生调节作用。员工正念水平越高，拥有的自我调节资源越多，通过保持当下的专注力与接纳度，最终实现对自身情绪、

认知和行为等方面更有效的调节[42]。因此，高正念员工能够更好地应对因领导愤怒导致的组织支持感降低和职场焦虑升高等不

良心理体验，从而缓解认知/情绪等自我调节资源不足问题，避免创新过程投入降低。简而言之，高正念员工对职场焦虑的敏感

度较低，不会显著受到它的消极影响[43]。这意味着领导愤怒对创新过程投入的间接影响会较少通过职场焦虑得以传递，因此领

导愤怒通过组织支持感到职场焦虑，再到创新过程投入的链式中介作用将得到缓解。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员工正念通过缓和职场焦虑对创新过程投入的负向影响进而调节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在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达

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即对低正念员工来说，该负向链式中介作用较强，但对高正念员工来说，该负向链式

中介作用相对较弱。 

综上，构建本研究理论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理论研究模型 

2 研究方法 

2.1研究样本 

本研究调查样本主要来自湖南、广东、北京等地对员工创新要求较高的互联网、广告、金融等行业企业，其员工属于典型

的知识型员工。研究采用线上电子问卷和线下纸质问卷两种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具体如下：首先，利用大学 MBA 学员发放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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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其次，利用社会资源渠道联系多家相关企业高层，获得其支持后在其企业发放匿名问卷；最后，利用社会关系，采用在

线滚雪球方式针对符合要求的调查对象发放问卷。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 600 份，回收 512 份，删除无效问卷如不完整填写和明

显不认真填写等，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381份，有效率为 63.5%。样本特征见表 1。 

表 1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分布 

特征 类别 占比(%) 

领导性别 男 66.1 

 
女 33.9 

领导年龄 20～25岁 2.6 

 
26～30岁 12.3 

 
31～-35岁 27.6 

 
36～40岁 24.9 

 
40～45岁 25.2 

 
45～50岁 3.1 

 
50岁以上 4.2 

领导职级 基层管理者 18.9 

 
中层管理者 56.4 

 
高层管理者 24.7 

员工性别 男 45.7 

 
女 54.3 

员工在该公司工作年限 1年及以下 31.2 

 
1～2年 29.7 

 
2～5年 19.7 

 
5～10年 12.3 

 
10年以上 7.1 

员工年龄 18～25岁 42.0 

 
26～30岁 29.7 

 
31～35岁 16.8 

 
36～40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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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以上 6.8 

员工与领导共事时间 1年及以下 40.4 

 
1～2年 30.2 

 
2～5年 21.3 

 
5～10年 6.8 

 
10年以上 1.3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48.0 

 
国有企业 31.8 

 
外资企业 6.3 

 
合资企业 3.7 

 
其它性质企业 10.2 

员工受教育程度 高中(中专)及以下 3.9 

 
大专 12.3 

 
大学本科 62.7 

 
硕士及以上 21.0 

 

2.2变量测量 

本研究采用量表均是在国外主流期刊上发表过的成熟量表，并在中国组织情境下被证明具有良好信效度。所有英文量表均

进行了完整的翻译——回译工作，并成立相关专题小组对问卷进行修改，尽可能避免问卷中出现语句歧义和模糊。 

领导愤怒表达采用 Forgays等
[44]
开发的“愤怒情绪调查量表”,共 5个题项，举例题项如“在工作中，直接上级领导对我们

表现出愤怒”,员工采用“1”-“6”依次表示“一次也不”到“非常频繁”。本研究中，其α系数为 0.925。 

组织支持感采用 Shanock 等[45]开发的量表，共 6 个题项，举例题项如“公司重视我们为公司利益作出的贡献”等，采用

Likert6点量表计分。本研究中，其α系数为 0.870。 

职场焦虑采用 Mccarthy等
[30]
开发的量表，共 8个题项，举例题项如“一想到工作做得不好，我就不知所措”、“我对不能

达到业绩目标感到紧张和忧虑”、“即使我尽我所能，我仍然担心我的工作表现是否足够好”等，采用 Likert6 点量表计分。

本研究中，其α系数为 0.913。 

创新过程投入采用 Zhang & Bartol[18]开发的量表，共 11个题项，包括问题识别、信息搜索和编码、创意和备选方案生成 3

个维度。举例题项如“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来理解问题本质”、“我仔细考虑不同来源的信息以产生新想法”、“我尝试想出

一些与已有解决问题方法不同的新办法”等，采用 Likert6点量表计分。本研究中，其α系数为 0.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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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念采用 Brown & Ryan[46]开发的量表，共 15个题项，举例题项如“我发现我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发生的事情”和“我

发现自己会沉浸在过去的事情或未来的想象中”等，采用 Likert6点量表计分。本研究中，其α系数为 0.916。 

控制变量。已有研究表明，领导与员工个体差异等方面因素会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因此，本研究控制变量包括：领导

与员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共事时间、工作年限以及领导职级等 9个变量。 

3 实证分析 

3.1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遵循标准的实证检验流程，首先对假设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领导愤怒表达、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创新过程投入

和正念)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由表 2 可知，五因子模型的 χ2/df=2.091,RMSEA=0.054,SRMR=0.050,CFI=0.916,IFI=0.917, 

TLI=0.910,符合适配标准。而四因子、三因子、二因子和单因子模型对数据的拟合优度显著劣于五因子，未达到适配标准，进

一步验证了本研究 5个变量间具备较好的区分效度。 

3.2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 Harman 单因素方法和共同方法潜因子(CMV)[47]检验共同方法偏差。Harman 单因素方法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

于 1的因子总变异解释量为 65.303%,第一个主成分的变异解释量为 30.529%,未超过最大值 50%,且不超过总变异解释量的一半，

初步说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同时，共同方法潜因子(CMV)检验结果表明(如表 2):在五因子模型中加入一个

共同方法变异因子后，其 SRMR、CFI、IFI、TLI等改善程度处于 0～0.02之间，与五因子模型相比只有非常微弱的改善，且 RMSEA

指标变得不合格。因此，综合以上两种方法的检验结果可知，本研究测量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表 2区分效度检验及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IFI TLI RMSEA SRMR 

单因子模型 5496.450 772 7.12 0.524 0.526 0.494 0.127 0.210 

二因子模型 4395.572 770 5.709 0.635 0.637 0.611 0.111 0.120 

三因子模型 2994.330 768 3.899 0.776 0.760 0.777 0.087 0.087 

四因子模型 2263.354 765 2.959 0.849 0.850 0.838 0.072 0.083 

五因子模型 1591.059 761 2.091 0.916 0.917 0.910 0.054 0.050 

五因子+方法因子 1504.151 721 2.086 0.921 0.922 0.910 0.053 0.086 

 

3.3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3 列出了不同变量均值、标准差及 Pearson 相关系数。相关分析结果表明：①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显著负

相关(r=-0.193,p<0.001);②领导愤怒表达与组织支持感显著负相关(r=-0.335,p<0.001),组织支持感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显著

正相关(r=0.438,p<0.001);③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职场焦虑显著正相关(r=0.336,p<0.001),职场焦虑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显著

负相关 (r=-0.384,p<0.001);④组织支持感与员工职场焦虑显著负相关 (r=-0.360,p<0.001);⑤正念与领导愤怒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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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0.338,p<0.001)、职场焦虑 (r=-0.523,p<0.001)显著负相关，与组织支持感 (r=0.424,p<0.001)、创新过程投入

(r=0.469,p<0.001)显著正相关。变量相关性检验结果初步验证了本研究假设，为后续检验奠定了基础。 

表 3变量均值、标准差与相关性系数 

变量 M SD 1 2 3 4 5 

1、LAD 2.17 0.891 - 
    

2、POS 4.01 0.759 -0.335
***
 - 

   

3、WA 3.31 0.901 0.336*** -0.360*** - 
  

4、CPE 4.00 0.610 -0.193*** 0.438*** -0.384*** - 
 

5、ZN 3.94 0.736 -0.338*** 0.424*** -0.523*** 0.469*** - 

 

3.4假设检验 

3.4.1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假设检验。首先，对领导愤怒表达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主效应予以检验。主效应结构方

程模型的拟合度指标良好(χ
2
/df=2.976,RMSEA=0.072,SRMR=0.041,CFI=0.952,IFI=0.952,TLI=0.942),标准化路径系数为负且

显著(β=-0.15,p<0.001),说明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过程投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假设 H1得到进一步支持。 

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继续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中介模型。首先通过比较各种嵌套竞争模型确定最优中介模型，然后在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基础上结合 Bootstrap法验证中介作用的显著性。考虑到多重中介模型有 3种不同形式：纯链式中介模型、

并列中介模型和复合中介模型[48],本研究首先建立以领导愤怒表达为自变量，员工创新过程投入为因变量，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

虑为链式多重中介变量的假设模型 1(见图 2),然后在假设模型 1的基础上建立嵌套竞争模型 2和嵌套竞争模型 3。模型 2删除领

导愤怒表达——职场焦虑，以及组织支持感——员工创新过程投入路径，转换为完全链式中介模型；模型 3删除组织支持感——

职场焦虑路径，转换为并列中介模型。从表 3 可知，模型 2 和模型 3 的拟合度降低，相关指标未达标，表明假设模型 1 为最优

模型。同时，通过对比模型间的卡方值变化是否显著进一步确定最优模型：当Δχ2的差异显著时，拟合程度更好的复杂模型为

最优模型，反之，简洁路径模型为最优模型。结果显示，相比模型 2和模型 3,模型 1的卡方值变化显著(Δχ
2
(2)=69.617,p<0.05; 

Δχ2(1)=22.283,p<0.05),再次表明原假设模型 1是最优模型(模型 1的路径标准化系数如图 2)。因此，领导愤怒表达不仅分别

通过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间接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还通过先降低组织支持感、后促进职场焦虑水平升高，最终影响员工

创新过程投入。 

表 4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 χ
2
 df χ

2
/df CFI IFI TLI RMSEA SRMR 

模型 1 749.778 338 2.218 0.940 0.940 0.933 0.057 0.046 

模型 2 819.395 340 2.410 0.930 0.930 0.922 0.061 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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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3 772.062 339 2.277 0.937 0.937 0.930 0.058 0.068 

 

接下来，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基础上结合 Bootstrap 法，对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最优中

介模型运行结果及 Bootstrap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由此可知，①领导愤怒表达——组织支持感的路径系数(β=-0.32,p<0.001)、

组织支持感——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路径系数(β=0.38,p<0.001)均显著，且组织支持感在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间

的中介作用显著(β=-0.12,p<0.05),Bootstrap 的置信区间为[-0.202,-0.070],未包含 0,假设 H2得证；②领导愤怒表达——职

场焦虑的路径系数(β=0.29,p<0.001)、职场焦虑——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路径系数(β=-0.32,p<0.001)均显著，且职场焦虑在

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间的中介作用显著(β=-0.09,p<0.05),Bootstrap 的置信区间为[-0.152,-0.046],未包含 0,

假设 H3得证；③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的路径系数显著(β=-0.27,p<0.001),且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在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

新过程投入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显著(β=-0.03,p<0.05),Bootstrap 的置信区间为[-0.057,-0.008],未包含 0,假设 H4得到支持。

同时，领导愤怒表达——创新过程投入的路径系数不显著(β=0.03,p>0.05),直接效应的 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078,0.138],

包含 0,因此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在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间起完全多重链式中介作用。相较中介效应，两条独立

中介路径的差异不显著(95%的 Bootstrap置信区间包含 0),说明这两条独立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相当，而链式中介路径和两条独

立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差异显著(95%的Bootstrap置信区间不包含0),即两条独立中介路径的中介效应强于链式中介路径的中介

效应。 

3.4.2调节作用检验 

本研究利用潜变量调节效应模型估计的无约束估计法验证正念的调节作用[49],并参考 stride 等[50]提出的被调节的链式中介

模型算法进行假设检验。首先，构建正念和职场焦虑的调节项观察指标。由于潜变量正念和职场焦虑的观察指标数量不一致，

因此去掉正念因子负荷较低的 3 个观察指标；其次，采用题项打包策略各自形成 4 个观察指标，中心化后按照乘积指标“大配

大、小配小”的原则构建正念与职场焦虑调节项的观察指标[51],共构建 4个乘积观察指标；最后，将调节项和调节变量放入最优

中介模型中，模型拟合良好(χ2/df=1.993,RMSEA=0.051,CFI=0.915,IFI=0.916,TLI=0.909)。数据运行结果显示：正念与职场焦

虑的交互项对创新过程投入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2,p<0.05),说明正念显著调节了职场焦虑与创新过程投入的关系。 

为了更直观、清晰地显示调节效果，本研究将样本分为高正念组和低正念组(正念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绘制正念调节效

应图，如图 3 所示。结果表明，当正念水平较低时，职场焦虑对创新过程投入的负向影响较显著(β=-0.26,p<0.05);当正念水

平较高时，职场焦虑对创新过程投入的负向影响不显著(β=-0.14,p>0.05)。这说明员工正念缓解了职场焦虑对创新过程投入的

负向影响，且该负向影响只对正念水平较低的员工有显著作用。 

 

图 2中介-调节模型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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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示结果从两个分析中得出：①最优中介模型运行结果；②正念和职场焦虑的交互项对第三阶段的调节作用检验 

 

图 3调节效应分析 

进一步检验被调节的链式中介效应。本研究采用 Hayes[52]提出的系数乘积法，即检验中介变量与调节项路径系数乘积的显著

性进行判断分析。同时，采用 Edwards & Lambert[53]提出的差异分析法，对中介效应差异的显著性作进一步验证。检验结果表明：

在领导愤怒表达通过组织支持感与职场焦虑影响创新过程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里，中介变量与调节项的路径系数乘积

(a1×d1×b3)为 0.01(p<0.05),说明正念对该链式的中介效应存在显著调节作用。在表 6 中，当正念水平较低时(均值减一个标

准差),领导愤怒表达通过组织支持感与职场焦虑影响创新过程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2(p<0.001),95%的 Bootstrap 置信

区间不包含 0,为[-0.0474,-0.0066],说明链式中介效应显著；当正念水平较高时(均值加一个标准差),领导愤怒表达通过组织支

持感与职场焦虑影响创新过程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1(p>0.05),95%的 Bootstrap 置信区间包含 0,为[-0.0322,0.0002],

说明链式中介效应不显著。同时，正念水平较低与正念水平较高时链式中介路径的间接效应值存在显著差异

(p<0.05,CI[0.0004,0.0276]),说明员工正念缓解了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在领导愤怒表达与创新过程投入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即链式中介效应只对正念水平较低的员工有显著影响，假设 H5得到数据支持。 

4 结论与讨论 

4.1研究结论 

本研究立足中国文化情境，基于 EASI模型，结合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分析了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分别在领导愤怒表达与

员工创新过程投入间的中介作用以及链式中介作用，并探讨了员工正念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如下：①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

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过程投入具有负向影响；②组织支持感、职场焦虑在中国组织情境下的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

间起链式多重中介作用。这说明：第一，领导愤怒表达可以通过降低组织支持感间接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第二，领导

愤怒表达可以通过增加职场焦虑间接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第三，领导愤怒表达可以通过先降低员工组织支持感，后增

加职场焦虑，最终间接负向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③员工正念通过缓解职场焦虑对创新过程投入的负向影响，进而调节组织

支持感与职场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对于低正念员工而言，领导愤怒可以通过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虑的链式中介作用对创新过

程投入产生负向影响，但是对高正念员工而言，该负向影响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显著。这是因为员工的正念水平越高，他们拥有

的自我调节资源就越多，能够更好地应对由领导愤怒导致的组织支持感降低和职场焦虑升高等不良心理体验，并不会显著受到

他们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该负向影响的链式中介作用不显著。 

4.2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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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过探讨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影响，丰富了领导愤怒表达结果变量研究和本土化研究。

领导愤怒表达作为组织实践中的高发场景，对员工影响极大，但是目前有限的研究多基于西方组织情境，且缺少对员工创新能

力影响的探讨。本研究结合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达特点，通过实证分析，检验了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

新过程投入的阻碍作用，进一步证实了领导愤怒表达的消极影响，扩展了其结果变量研究和本土化研究。 

(2)通过探讨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虑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为领导愤怒表达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提供了一个更加动态和完

整的作用路径机制，并使 EASI模型和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成为后续探讨中国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达后果和员工创新前因的理论

基础。本研究以 EASI模型为研究框架，验证了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虑的中介作用，不仅揭示了领导愤怒表达和员工创新过程投

入间的中介变量，还为 EASI 模型贡献了特定的认知和情绪影响路径。同时，以往研究在应用 EASI 模型时很少关注认知与情绪

路径关系
[9]
。本研究通过整合情绪认知评价理论，验证了“消极刺激(领导愤怒表达)—认知反应(组织支持感)—情感反应(职场

焦虑)—行为结果(员工创新过程投入)”过程在解释领导愤怒表达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的有效性，对认知与

情绪路径关系研究进行了补充，扩展了 EASI模型，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 

(3)通过探讨正念对领导愤怒表达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调节作用，为领导愤怒表达影响员工创新过程投入贡献了新的边

界条件。在以往研究中，正念多见于心理学领域，但实际上其对个体情绪、认知和行为等具有显著影响
[39]
。本研究顺应组织行

为学和心理学交互的研究趋势[39],将正念引入组织情境，充分探究正念对本研究模型的调节作用，从个体调节系统视角丰富了领

导愤怒表达作用于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边界条件研究。 

4.3实践启示 

(1)注重优化领导者愤怒表达策略。 

本研究有助于促使管理者认识领导者愤怒情绪对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危害，进而有利于管理者提前干预。具体而言：①通

过在一般领导培训中设立愤怒表达模块，进行愤怒表达训练[54],从而实现领导效能最大化；②通过设计相应的招聘和胜任制度，

避免选择或留用具有愤怒倾向或特质的领导者。 

(2)注重提高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并降低员工职场焦虑。 

管理者可以通过调控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虑水平削弱领导愤怒表达对员工创新过程投入的负向影响。具体而言：①

设计相应的培训课程(如技能提升、心理素质培养等)、建立相应的员工援助基地(如心理健康室、健身室等),以及定期举办相应

的文娱活动和竞赛等对员工可能出现的消极心理进行干预，帮助员工增强组织支持感，减少职场焦虑；②从长远来说，建立积

极向上、开放的企业文化和氛围更为关键，能够更加有效地改善员工心理状态[31]。 

(3)注重提高员工正念水平。 

管理者可以通过提高员工正念水平削弱领导愤怒表达、职场焦虑等消极经历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①通过正念训练提高

员工正念水平。其中，正念认知疗法和正念减压法是正念训练中的常用方法，组织可以适当采用这些技术和方法[39];②通过相应

的组织培训、文化认同和鼓励等让员工认识到正念的重要性，从而使员工能够自觉进行正式或非正式的正念训练，以此促进正

念水平提高。 

4.4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局限与展望如下：①研究数据属于横截面数据，很难真正排除变量间的反向因果关系。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取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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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设计，例如日记法与经验取样法等揭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②本研究主要针对个体层次，虽然采取了控制同源误差的措施，

但无法完全消除其影响。未来研究可使用多来源数据，以此减小同源误差；③工作场所中的领导情绪对员工心理、行为的影响

极其复杂多变，本研究仅探讨了组织支持感和职场焦虑在领导愤怒表达负向影响创新过程投入的线性中介机制以及低正念水平

的边界条件。未来研究可以从更广视角出发，深入探讨领导愤怒表达和员工创新过程投入间的其它线性或非线性作用机制以及

更多的边界条件，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二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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